
公共政策評估實務的有效性：

發展階段與類型面向的檢視

孫本初   傅岳邦

壹、前言

由於聯結政策規劃與政策執行

的功用，審視和衡量政策執行結果

與政策目標間落差的政策評估活動

往往在公共政策運作過程中占有重

要地位。回顧1 9 8 0年代，政策評估

活動一度遭到3項批評：第一，方法

論過於薄弱（weak methodology）；

第二，無關聯（irrelevance），即評

估的結果若不是缺乏適時性，就是

未對決策造成不同的影響；第三，

未使用（underutilization），即有關

評估結果的資訊未被廣為傳播，或

接收到資訊卻未被使用（Pressman 
& Wildavsky, 1984: 184）。對這3項
批評，Rossi  & Berk（1981: 287）
認為政策評估應致力解決在政策規

劃、設計方案、改善方案、測試方

案「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

率」（efficiency）時所產生的問題；

Freeman & Soloman（1981）認為評估

研究的主要趨勢應是強調切題性（關

聯性），也就是強調「評估的可使用

性」（utilization of evaluation）：方案

應被設計為在評估需求與策略上達成共

識，以使結果的適用性趨於最大化，

並提高方案改善現況的可能性。有鑑

於此，Cook et al.（1991: 38）在《政策

評估的基礎》（Foundation of Program 
Evaluation）一書中曾根據政策結構、

知識建構、價值、評估使用、評估實際

等因素，提出有效政策評估的相關內涵

如下：

一、政策結構

(一) 政策的內部結構與功能運作，包括

政策人員、服務對象、資源、成

果、執行、預算、規則、設備與內

部組織。

(二) 政策的外在條件與限制，舉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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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運作的社會、政治、經濟與其

他因素都應納入考量。

(三) 政策的實施如何促成社會變遷？哪

些方案值得先行嘗試？是否需要改

變？其替代方案又為何？

二、知識建構

(一) 本體論：政策實際上的本質為何。

(二) 認識論：如何將政策聲明加以合理

化。

(三)方法論：如何建構政策的評估方

法。

三、價值

政策評估的價值考量從效能與效

率的考究轉變為政治可行性、管理實用

性的重視，進而倡導公道與平等。

四、評估使用

(一)工具性使用：直接使用評估結果以

改變政策。

(二) 概念性使用：利用政策評估教育決

策者或人民，使其做更深入廣闊的

思考，甚至改變政策的方向與價

值。

五、評估實際

指政策評估人員如何發展各種戰

術與策略讓評估結果能被有效使用。

誠如Wildavsky（1979: 213）所言，組

織追求穩定，而評估必然帶來變動，

因此組織泰半不喜評估。在此兩難矛盾

下，為能實現「向權力說真理」，最理

想的評估組織乃是「自我評估的組織」

（the self-evaluating organization），即

組織身兼評估者與被評估者的雙重角

色，降低組織對評估結果的排斥程度。

前述5項因素中，政策結構與知識

建構僅涉及政策理論層面的有效性；價

值、評估使用、評估實際方法涉及政策

實務層面的有效性。本文以下擬從發展

階段與類型2個面向，檢視政策評估實

務層面有效性的3項因素是否有被充分

滿足。

貳、政策評估的發展階段

依循關注重點的差異，大體上可

將政策評估的發展歷程區隔成5個不同

的階段：

一、著重「成果」的評估

19世紀起，研究者就開始運用科

學方法評估各項公共計畫，最早的實例

是Rice（1897）對拼音訓練與學習效果

的分析。到了20世紀初期，評估逐漸進

展成為學術界公認的研究技術。

最早期的政策評估檢定基準與理

論推展首要著重政策的效能與效率能否

有效達成預期目標。欲有效測量效能與

效率，必須仰賴實驗設計、準實驗設計

與相關統計方法的分析，所以在1970年
代初期，許多政策評估學者如Weiss、
Stanley、Williams、Rossi、Riecken等
討論的主題均集中於實驗設計在政策

評估中使用的優點及限制（林鍾沂，

1987：40-47），而計算政策運作的全

部投入與產出貨幣利益以得出政策「淨

利益」（net benefit）的「成本利益分

析」（cost-benefit analysis）方法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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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的常用技術。此外，本階段的評

估方法多採用實驗室實驗法，代表學者

Chapin（1947: 15）認為社會科學家應

儘量採取物理學的實驗室實驗法以評估

公共政策。出於實驗室實驗法非常重視

測度、測量的問題，所以本階段的評估

又被稱為「測量評估」。

二、著重「使用取向」的評估

然而，著重成果的評估遭致許多

質疑，諸如實驗設計中將標的團體分為

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法律上是否可行與合

乎道德、政策與其結果間是否具因果

性而不受其他因素干擾、從事效率計

算時社會成本與利益（尤其是無形與

間接的成本與利益）能否精確地被測

量以及「公共財」（public goods）如

何轉換為私有財以利計算等。特別是大

多數研究過於重視結論的科學嚴整性，

以致忽略了政策的應用面，同時組織總

認為評估會帶來負面影響而採取敵視與

不合作的態度，使得評估者不易取得實

質資料，導致研究品質粗略，許多研究

報告不是被束之高閣，就是被低度使用

（Wholly, 1976: 679-682）。

更確切地說，前階段中實驗室實

驗法的最大缺點在於實驗室是一種完全

受到控制的人為環境，與實際社會的情

況有相當差距，故測量評估以實用性而

言是頗有疑問的，無法推廣運用，政策

評估學者因而轉趨提倡著重使用取向的

評估，主張評估者必須走出戶外，針對

實際的政策環境進行評估，提升評估結

果的實用性，以有助於政策的運作與改

進，在現實生活環境中展開調查的「實

地研究」（field study）乃成為本階段

的研究重點（傅岳邦，1998：112）。

本階段的評估學者倡議應重視如

何使評估報告建設性地改善決策者、執

行者、使用者與評估者之間的互信不

足，並避免決策者批評評估報告不能

提供有用資訊，而研究者卻抱怨他們

的研究未受尊重的窘境，如「美國會

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即認為政策評估須為使用取

向，評斷政策評估「使用－相關性」

（the use-relevance）的基準係經由評估

者與決策者間的妥協而來。決策者與

評估者的互動可確保決策者樂於使用

評估，而評估者較能產生有用的結論

（Young & Comtois, 1979: 58）；Dunn

（1981: 345）亦認為政策評估若未仔

細考量使用者的基本目的與價值，徒然

以評估者心目中的價值加以評估的話，

即使是使用科學方法所產生的可靠而有

效的評估資訊，仍然屬於一種虛假的評

估。

三、著重「過程」的評估

Pressman & Wildavsky（1984: 
201）在《執行》（Implementation）一

書中認為政策執行若未考慮執行機構的

特徵、人力、財力與動機等因素，即使

法案再完美、立意再崇高，也無法發揮

預期的影響力；而政策評估若不衡度政

策執行的可行性，將無法瞭解政策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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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的動態以及評估結果被使用的可能

性。因此，任何的政策評估若要被用來

改善政策，則應從事「執行分析」。這

種著重過程的評估與著重成果的評估相

異點在於前者著重政策執行影響政策成

敗的因素考量、後者則著重政策影響的

效能效率分析。

本階段的評估在研究地點方面

主要發生在政府部門內；研究焦點主

要以解決不平等的社會行動計畫為主

（Weiss, 1987: 40）；研究方法上以

Cambell & Stanley（1963）的「實驗與

準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and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為代

表。

四、著重「批判」的評估

所謂著重批判的評估是指對政策

推行的價值與成敗，透過一套有效論證

來做周延而審慎的判斷與分析（林鍾

沂，1987：13），亦即對整個政策目標

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正當

性（legitimacy）、公道性（fairness）
提出深入的檢討與有力的論證，以期國

家能因推動合適的政策而實現預期目

標。其次，著重批判的評估學者認為政

策評估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活動，除服務

決策者外，亦著重產生資源的重分配與

合理化，因此政策評估不但是一種概念

的陳述，更是一種「分配的社會機制」

（a social mechanism for distribution）
（House, 1980: 121）。

在本階段，政策評估已經確定

了其在社會科學中的獨立地位，誠如

Cronbach（1980: 12-13）所言，評估

已成為美國社會科學最活躍的領域。

在研究方法方面，漸次整合計畫評核

術、預算檢視、管理分析、計畫配置

預算、系統分析與成本利益分析等，

走向多元的途徑。

五、第四代評估

近年來的評估者開始檢討過去流

行的評估典範，如Patton（1980: 45）
認為過去的評估是量化的典範，關切

評估者對於測量、統計分析與實驗設

計等量化方法的客觀運用，被評估者

則絕對不能參與政策的評估。但愈來

愈多的評估者或被評估者要求對於計

畫的參與和投入，如Bush & Gordon

（1978: 12）認為評估設計時應該讓被

服務對象參與；Guba & Lincoln（1989: 
5 2 ）在《第四代評估》（ F o u r t h 
Generation Evaluation）一書中主張第

四代的政策評估應建立「回應性的─

建構主義式的評估」（the responsive-
constructivist evaluation），其內涵如

下：

(一) 認清所有在政策評估中具有風險的

利害關係者。

(二) 針對每一利害關係團體，尋求其

對評估項目的構想與其相關的聲

明、考慮與問題。

(三) 藉由系絡與（詮釋的與辯證的）方

法論的提供，使不同的構想、聲

明、考慮與問題能夠被瞭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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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與說明。

(四) 儘可能使許多的構想與其相關的聲

明、考慮與問題得以形成共識。

(五) 針對沒有（或不完全的）共識的項

目，擬妥協商的議程。

(六) 蒐集與提供協商議程所需的資訊。

(七) 成立與設置利害關係者代表可以協

商的場域。

(八) 發展每個利害關係團體得以溝通的

報告（儘可能有數種報告），以

利構想與其相關的聲明、考慮與

問題能進一步形成共識。

(九) 經由不斷的評估，處理仍未被解決

的構想與其相關的聲明、考慮與

問題。

回應性的－建構主義式的評估的

運作流程如下（Guba & Lincoln, 1989: 
185）：

(一) 創始委辦評估的被服務對象或贊助

者的契約。

(二) 組織評估。

(三) 認清利害關係者。

(四) 發展利害關係人團體經由辯證的循

環過程參與結構，特別是集中在

聲明、考慮與問題。

(五) 經由介紹嶄新或額外的資訊，以及

藉由使得團體成員能夠達到處理

這類資訊能力的較高層級測試與

擴大團體結構。

(六)在達到共識之後，挑選解決的聲

明、考慮與問題。

(七) 將未解決的聲明、考慮與問題列為

優先。

(八) 蒐集與未解決的聲明、考慮與問題

有關的資訊。

(九) 準備談判議程。

(十)  開始談判。

(十一) 完成個案研究報告。

(十二) 反饋循環。

綜上所述，Palumbo & Nashmias

（1983: 67）認為1960年代的評估研究

很明顯地由單一方法論所主導，研究者

相信這種單一方法論的評估研究既富潛

力又不受限制，之後這種情況有所轉

變；House（1980: II）認為近期評估活

動的特徵為充滿活力與混亂無序，評估

活動的規模、普及與異質性增加了理解

的困難。他表示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

年代早期，評估研究的任務在確認目標

是否被完成，而不太注重評估者與方案

管理者的關係－評估者樂觀地相信所評

估的結果會自動用來改善社會－政治過

程；近期對此則有莫大懷疑。因此，早

期的政策評估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比

較著重於技術、事實面向的分析，相對

重視成果評估；近期的政策評估則受到

後行為主義的影響，由價值、倫理面向

出發，去質疑「效能效率究竟是為了

誰？」的基本問題，注重正當性、民主

性、公道性與社群性的價值考量（林鍾

沂，1993：27）。

參、政策評估的類型

一、質化與量化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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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 Reichardt（1979：10）
將「質化」（qualitative）與「量化」

（quantitative）政策評估的概念區辨如

後：

(一) 質化方法

1.現象主義與詮釋理解。

2.從行為者本身的指涉架構來理解

人類行為。

3.自然和排除人為控制的觀察。

4.主觀的。

5.接近資料。

6.有依據的、發現取向的、探討性

的、描述性的、歸納性的。

7.過程取向的。

8.有效的、實際的和深度的資料。

9.非通則化和單一個案的。

10.整體的。

11.假定－變動的實際。

(二) 量化方法

1.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2.尋求社會現象的事實與因果。

3.人為控制性的觀察。

4.客觀的。

5.遠離資料。

6.沒有依據的、印證取向的。

7.證實的、化約主義的和假設─推

演的。

8.成果取向的。

9.可信的、硬體的和可複製的資

料。

10.通則化的和多重個案研究。

11.個別的。

12.假定－穩定的實際。

二、5Ws的分類架構

Pressman & Wildavsky（1984：
185-201）認為政策評估的類型可按照

「何時評估」（when）、評估的地點

（where）、為誰評估（for whom）、

評估的內容（w h a t）、評估的原因

（why）等5Ws區辨如後：

(一) 何時評估

評估會在任何時間發生，它可能

是回溯性的，探究一政策方案在過去是

如何被完成的；或是預測性的，考慮一

方案在未來將如何實行。

1.回溯式與預測式的評估(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若是未曾努力去執行一項方案

的話，就不可能有回溯式評估的達

成，所以未曾執行過就不可能有回

溯式的評估，只有預測性的評估可

以在先前未曾執行的情況下發生。

2. 持續性的評估(continuous evaluation)

吾人可藉單一研究從事單次評

估或藉多項研究從事持續性的評

估。持續性的評估即事先採取行動

幫助改善方案，同時回溯地從事價

值判斷，其最佳評估為許多努力累

積結果的社會過程，持續式的評估

試圖產生永不間斷的回饋。

(二) 評估的地點

當評估者從一般的、正式的、全

國的位階降低到精確的、較不正式的、

地方性的位階時，其資訊大多來自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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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階層，這不免會影響到評估的本

質。以美國的地方層級為例，評估有

時會被像「市聯盟」(leagues of cities)

之類的「頂峰聯盟」(peak association)

所主導，或完全沒有從事任何評估。

有些組織特別戮力於評估工作，範圍

從政府單位如聯邦會計總署、非營

利機構如「市政績效顧問委員會」

(Council on Municipal Performance)到一

般私營企業都有。

(三) 為誰評估

評估者本質上對他們的資金來

源負有某種義務，他們必須注意其雇

主或贊助者對評估的顧慮與想法。此

外，評估者也不能忽視其他政黨與政

策利害關係者的要素。多元觀點評估

（multiple perspective evaluation）即綜

合許多政策利害關係者觀點的評估，

多元利害關係者的認可對其他不同的

評估焦點有消除偏見的效果，方案目

標與基本價值的理解將隨之擴展與延

伸。Patton（1978: 145）認為在多元觀

點評估中，評估的焦點、使用與力量

將視誰被確認為有關聯的決策者與資

訊使用者而有所改變。

(四) 評估的內容

當評估在沒有主要分析動機的

情況下進行時，研究的範圍將由於忽

略在研究問題間的政策執行而顯得狹

窄。研究問題強調選定過程的效率，

但一般而言，評估者並不偏好把焦點

集中在這些執行過程與未來政策變革

執行間的關係上。

1. 假評估(pseudo-evaluation)

吾人皆同意評估必須同時研究政

策過程與結果，但實際上的評估活動不

然。Duhn（1981: 343）將偏重於評估

的技術但未評估結果的評估稱為假評

估；Stuffl ebeam & Webster（1981: 71）
指出有2種政治取向的假評估：

(1)政治性控制的研究

     (politically controlled study)

如果被服務對象必須保衛或維

持其「影響層面」（ s p h e r e  o f 
influence）的話，就會產生政治性

地控制的評估。

(2)公共關係激勵的研究

  （public relations inspired study）
即基於「宣傳者的資訊需求」

(propagandist's information needs)，
從資料中分析出政策或方案的正面

形象。

2. 準評估(quasi-evaluation)

介於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間的稱

為準評估，這類「問題導向」(question-
oriented)的評估起源於諸如「此政策方

案造福了多少民眾？」之類的疑問，接

著運用評估技術來回答該疑問，設計該

疑問的目的是產生與未排列優先順序的

結果有關的資訊。準評估的缺點是過於

狹隘，僅觸及到數字的問題，其他影響

執行的變數往往受到忽略。責任性研究

(accountability studies)與「標準化檢測

方案」（standardized testing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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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見的準評估，後者從1930年代即被

普遍運用在教育品質的評估上；而「以

目的為基準」（objectives-based）的準

評估則企圖去發現精確的目標是否被達

成。

3. 固定目標評估(goal-fi xed evaluation)

如同Chen & Rossi（1981：40-41）
所指稱，固定目標評估是將焦點集中在

預期結果上的準評估，其重點是「政策

方案的目的是否被正式公布」，但因為

侷限在正式的目的，使得固定目標評估

的焦點變得狹窄。固定目標評估的限制

是流於描述性，即描述最終發生了什麼

結果、沒有發生什麼結果；另一方面，

假評估或準評估要不就是忽視了因果關

係，要不就是模糊了因果關係，兩者的

盲點是研究了內容，卻不知道為什麼。

4.綜合評估(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eeman（1977：26-27）主張綜合

評估是相當理想的評估形式，它結合了

與先前確切目標相關聯的過程分析與方

案影響。在綜合評估中有關於「過程」

的資料與有關於「影響」的資料的綜

合，可以幫助吾人同時理解發生了什麼

與為什麼發生。

5.推論式評估(inferential evaluation)
Hudson（1975：79-81）認為推論

式評估超越了事實的表象，為的是闡

明因果關係，質疑「是否Y是由X造成

的？」之類的問題。在推論式評估中不

強調價值，強調的是因果關係。

6.排除目標的評估(goal-free evaluation)

Scriven（1972：1-7）主張考慮

目標與評估目標並非是必要的，其對

研究發現有害而無利，評估者應該設

法尋求真實的結果，而不是未經證實

的結果。無論目標有沒有被瞭解，都

可能會出現與最初目標毫無關聯的

方案結果或政策結果。Chen & Rossi

（1981：39）發現方案與評估可能無

效，但實際的執行活動可能相當成

功，只是缺乏評估方案效能的能力。

這麼一來，就會產生所謂評估者的為

難狀況：究竟是執行出了問題，還是

評估出了問題？

7.多元目標評估(multi-goal evaluation)

在多元目標評估中，必須確認一

系列相異的、富可能性的結果。Chen 
& Rossi（1981：46）認為社會科學評

估的角色為檢視所有被社會科學理論

視為可能的結果。這項理論取向的方

法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本體有所貢獻，

但是對政策執行的效果不大，除非它

可以提供方案運作者有關改善模式較

實質的資訊。

8. 真評估(true evaluation)
Stufflebeam & Webster（1981： 

71）認為真評估乃是為社會確認與評

估一些相競爭的政策的價值與優點。

真評估並非與假評估處於完全相反的

立場，只是一個較寬廣的研究途徑的

稱呼而已。真評估與推論式的評估不

同（推論式的評估檢視因果關係的多

種根源），也與多元目標評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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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目標評估必須考慮一系列不同的

影響），真評估所牽涉到的價值比較

廣。不過，當利害關係者在對相似結果

進行價值判斷進而提出相互競爭性的政

策群，或是當相互衝突的利害關係者在

對比性強烈的結果中進行價值判斷進而

提出相似的政策群時，真評估的缺失就

發生了，因為它不易比較並審度這些政

策的價值與優點。

9.決策—理論的評估(decision-theoretic 
evaluation)

決策-理論的評估也強調結果的重

要性，但是這些結果必須是明確地由多

元利害關係者所進行的價值判斷下的產

物（Duhn, 1981：348）。決策-理論的

評估者會努力去發掘有可能被利害關係

者刻意隱藏的目標，並斟酌這些目標間

的輕重緩急。

10.後設評估（meta-evaluation）
所謂的後設評估就是針對評估的

評估，其可能與主要評估同時出現，或

是在主要評估結束後出現。後設評估者

會檢驗研究設計、評估技術、結論與文

獻，對於相似方案的評估會被拿出來加

以比較，對於原始研究的再評估與再實

驗可以進一步確認或質疑其結果。後設

評估的主導者多半與主要評估者間沒有

任何關聯，而且採用不同的評估技術，

以便檢驗主要評估的發現結果。透過後

設評估可以增加效度、信度與關聯性。

此外，後設評估並不一定需要大規模與

鉅額花費，所以其可行性並不如想像中

的低。

(五) 評估的原因

隨著社會與政策的複雜性增加，

評估者會開始懷疑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否

值得：如果沒有人想要使用的話，為什

麼他們必須如此努力生產關於方案與政

策的資訊？評估者希望使他們的專業變

得有意義，如果負責政策執行的組織對

評估的結果不理不睬，將會對政策結果

有不利影響。

1.使用取向評估(uti l ization-focused 
evaluation)

使用取向評估由Patton所提出，其

評估設計包括對其特殊環境所內含的使

用成分（Patton, 1978：20）。使用取

向的評估需要決策者與資訊的確認，其

基本問題在於擁有這項資訊會導致何種

不同、該資訊會如何被使用等。在使

用取向評估中的評估者是「主動的－

回應的－適應的」（active-reactive-
adaptive），使用取向評估牽涉到試圖

執行評估研究的人，這些參與者被要求

界定評估者所提出的問題。

2. 互動評估（interactive evaluation）
Pillsbury & Nance（1976：47-51）

認為評估應該是評估者與執行人員分享

的責任，評估者與執行人員應該一起定

義問題、建構分析過程、對評估達成協

議與承諾，如此一來，執行人員就不會

再把評估者視為一項威脅了。

3. 評估性評估(evaluability assessment)

在1970年代後半期，美國與加拿

月刊中華民國98年7月出版　第103期　

9

理論與實務



大政府開始考慮方案的必然性，因此

發展出評估性評估（又稱為探究性評

估與責任性評估）。Wholly（1981：
59-60）認為使用評估性評估是為了增

進協議、衡量方案目的、據有方案績

效指標以及使用方案績效資訊。方案

目的根據其與方案設計的一致性被加

以分析，資訊使用過程被提出時會受

到檢測。當一項處理過程不可能予以

評估時，評估性評估可提出預警。

4. 學習評估(learning evaluation)

學習評估意味如果將持續性的

評估、回應性的評估、使用取向的評

估、互動的評估、評估性評估與後設

評估全部合併在一起，有沒有可能對

過程、方案與政策其「漸進的、累積

的改善」有所貢獻？這樣能不能克服

對評估流於無關聯性與未使用的批

評？這種評估會使政策變得多富有關

聯性？評估的發現是否必須回饋到最

初政策決策的位置上去？

綜上所述，欲提高評估結果的

可使用性，必須將方案的執行與評估

做緊密的結合，然而評估者與方案主

導者走得愈近的話，評估者就愈可能

採取偏私的立場，為方案主導者粉

飾政策執行結果（Wildavsky, 1972：
509-520），因此評估者想要達成科

學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Pressman & 
Wildavsky, 1984：183）。大部分的

評估均假定決策者會先分析狀況，

然後採取行動，也就是決策者在行動

前會先確認目標，擬定替選方案，評

估替選方案所需花費的成本與利益，

然後選擇最佳的替選方案（也就是理

性模式）。但是如果組織事實上所做

的完全相反，也就是先採取行動，然

後再分析其行動的話，那麼根源於理

性典範的評估將無法得到共鳴，因為

組織（組織中的決策者與個體）並非

尋求一個最佳方法或最有效的替選方

案來解決問題，相反地，他們對已經

被採取的行動與分配利益尋求支持

（Palumbo & Nashmias, 1983：6）。因

此評估不應追求客觀的事實，而應試

圖去發現已經採取的行動所能滿足的

社會需求。

肆、結語

從發展階段與類型的檢視結果

可知，政策評估起初由客觀的、成

果的、測量的導向漸漸演變為價值

的、使用的、批判的導向，基本上

充分滿足了政策評估實務層面對於價

值、評估使用與評估實際有效性的要

求。值得注意的是，當中Pressman & 
Wildavsky（1984）倡導的方案與其結

果的探討導致政府的績效問題獲得突

顯，使公共行政從重視組織結構過程

的研究轉移為擁有以下特徵的P途徑

的公共管理，為20世紀的政府再造運

動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Kett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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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9；孫本初，2009：36-37）：

一、對傳統式的公共行政及政策執行研

究予以拒絕。因為政策學派中的公

共管理學者大多是來自政治學或公

共行政學等領域以外的學術背景，

故均強調以自我原有的學科專長來

研究公共管理，並將公共行政或政

策執行的研究成果予以排除。

二、偏向於前瞻性的、規範性的理論研

究。政策執行的研究焦點主要在克

服執行時所遭遇之問題，而公共管

理有效地結合政策分析，將重點放

在方案結果的促成，並將政治性主

管人員視為政府績效的關鍵人物。

三、著眼於高階層管理者所制定之策略

的研究。其認為高階層官員的主要

工作即在研擬策略，以利屬員朝其

所定之目標提供最佳的服務。

四、透過個案研究來發展所需的知識。

即從實務運作及管理者的親身經歷

中，萃取出最佳的管理原則。

五、在政策學派影響下的公共管理研

究，乃視公共管理與政策分析為一

體。但受企業管理學派影響的公共

管理，則與政策分析幾無交集。

■作者：孫本初　傅岳邦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教授兼系主任

　　　　中台科技大學行銷管理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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